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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确认识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必须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

个维度把握社会主义学说的实质。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历史进化的基础上，并与民主主义融为一
体的。它既是对中国传统理想主义的创新，又体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判断;它以社会主义为目标提出了现
代化的任务，其内在的推动力是超越批判的乌托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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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socialist ideology in modern China must get rid of dogmatic
understanding of Marxism，and grasp the essence of socialist doctrine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ide-
alism and realism． The socialist ideology in modern China is based on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inte-
grated with the democracy． It is not only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idealism，but also re-
flects the judgment of Western capitalism; it presented the task of modernizing with socialism as its
goal，and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is beyond the critical spirit of ut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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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近代以来出现的社会主义思想，既涉及中西文明撞击中传统理想的现代转化，中国人对资

本主义的判断;又涉及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和对这种选择历史合理性的认识。为了正确认
识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特点，必须打破经济决定论的线性历史观的局限，从历史与现实、中国与西方，经
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空间结构上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并从近代以来思想文化变革的视角分析
社会发展的趋势。这就必须搞清一些最基本理论问题，进而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认识中国近代社会
主义思想发展中的各种现象。

一、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是与民主主义思想融为一体的
长期以来，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界，人们一般都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并不存在社会

主义思想，甚至不存在空想社会主义。在一些人的理论视野中，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没有独
立的资本主义发展，也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也并不能找到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思



想。他们大都是根据《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西欧社会为背景对社会主义
思想进行界定，因而忽视了对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
根据这种观点，人们认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不过是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美化，孙中山的

民生主义也不过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披上了一件社会主义的外衣，是“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
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总之，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二
者界限分明，互不相容。应当说这些判断很大程度上是受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
的社会主义思想缺乏全面的认识。
其实，社会主义思想与民主主义思想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有其相对一致性。当年，恩格斯在评述

早期基督教时曾指出:社会主义确实存在过，那就是基督教。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是在“千
年王国”中寻求自己的理想。他认为:在早期基督教中并没有后来基督教的教义和道德伦理，而是在与
不合理现实的斗争中充满了信心。这种信心“在现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经完全丧失，在我们这个时代里，
只存在于社会的另一极———社会主义者方面”。［1］( P487)“事实上，对起初极其强大的尘世作斗争，同时又
在革新者自己之间作斗争，这既是早期基督教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特点。”［1］( P488)恩格斯认为受文
艺复兴的影响，在 16 世纪德国农民起义领袖托马斯·闵采尔的社会纲领发出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微
光”，［2］( P405)而且认为“他们———至少在幻想里———甚至已经超出当时还没有什么迹象的现代资产阶级
社会”。［2］( P404 － 405)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思想并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是在遥远的古代就产生了，
只是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和资本主义发展中，它才成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体系。
就社会主义思想与民主主义思想的关系而言，在西欧资本主义早期，它们也并非是一种对立的关

系。在文艺复兴时期，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更关注平民百姓的生活，在社会批判的理论根据和批判对象
上均与当时的资产阶级代言人有许多共同性。在启蒙时期，空想社会主义也只是启蒙思潮中的一个派
别。只是到资本主义秩序确立后，它才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显示出了自身独立的历史意义。普列汉
诺夫说过:“诚然，法国‘启蒙运动者’不是社会主义者。但这只是细节而已……所有空想时期的法国社
会主义者在他们对社会发展动力的基本看法上，是完全采取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者’的观点
的。”［3］( PVI)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则是融为一体的。列宁曾经称车尔尼雪
夫斯基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可分割时代的民主主义者”。［4］( P245) 他还说:“想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善
良愿望，并不排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本质。”［5］( P176)应当说，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这种相对同一性是
落后国家所特有的一种思想现象。
据此可以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思想与民主主义思想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对同一的，

社会主义思想也不是在民主主义的目标实现以后才出现的。二者有很大的相容性和共生性，它们之间的
复杂关系反映着其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和自身同一的相对性。以这样的视角分析中国近代以来出现的社
会主义思想，就可以正确判定它们与民主主义思想的关系，并正确阐释它们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意义。

二、进化论历史观是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
追溯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源头可以发现，以平等、和谐、民生为内在主题的大同理想早在先秦时期就

出现了。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凝聚了先秦儒、墨、道各家思想的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追求，形成
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早期形态。但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随着儒家思想的制度化，不仅使它自身
经过人们的重释实现了与封建秩序的统一，而且墨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也被边缘化了。在“天不变，道亦
不变”的政治理念下，人们把封建秩序神圣化，很难形成在变革中求发展的思想。不仅统治者坚持从伦
理上维持封建秩序的合理性，而且改革家和下层民众往往也是以恢复“三代”的方式或以“替天行道”为
口号提出自己的主张。人们思维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扼杀了种种要求变革的思想。在这种背景下，虽然
“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但在儒家思想制度化以后，这种理想主义不过是
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道家思想已经转化为一些愤世疾俗不与现实共谋的文人追求人性解放的超越追求，

而墨家思想又转化为贫苦农民有无共济、勤勉自励的意识。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传统社会基础的颠覆性冲击，造成了中国日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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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19 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封建秩序和传统政治文化
也处于危机之中。在这种背景下，认清世界之潮流、发挥自强精神成为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的
选择。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是通过西方各国来华的传教士和中国驻西方各国的外交使节实现的。在
洋务运动中，中国官方派一些青年人去西方各国留学，为中国思想界吹进了一股来自异域的新鲜空气。
严复在《天演论》中所介绍的进化论思想则从根本上打破了许多传统的成见，在学术思想上实现了从
“西学”向“新学”的转变。

20 世纪初西方文化对中国思想界影响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们从中国社会变革的视角，在阐释
中国文化典籍中吸收西学的营养，并依此探讨中国的未来出路。早在 1895 年，严复在《原强》中就认
为:人类文明的大势如东流之水，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国人必须认清这个大势，进而规划自己的未来。
他以在变革中求进步的理念批判中国社会弥漫的因循守旧和无所作为的思想，主张面向未来，形成自强

意识。这种进化论对当时中国人的历史观、伦理观、教育观产生了重大影响。梁启超在评价严复在中国
思想界的影响时说: 在中西文化交际中，“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 严 ) 复其首
也”。［6］( P3105)

严复以进化论分析中国历史，批评以“三代”为本评判现实，主张摆脱圣人思想束缚，形成面向未来
的精神。同时，他又批评西方资本主义下文明发展造成的种种悖论，分析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兴起的原
因。他认为，文明的发展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引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此宗教之士所以有
言，而社会主义能以日盛也”。［7］( P254)在进化论历史观的影响下，中国人把握社会发展中天演与人为的关
系，从今必胜古的精神追求未来，一方面振奋起了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也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从歌颂过

去转变为面向未来。
康有为说，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8］( P436) 根据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他认为人

类社会是从“据乱”走向“升平”( 小康) 再到“太平”( 大同) 发展的过程，以进化论的思想重新阐释儒家
经典，反思传统政治文化，批判制度化了的儒家思想，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判断，就使中国传统大同理想

摆脱了自然经济的影响，使之与人类文明大趋势相联系，并提出了一个建立在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基础上的消灭家庭、消灭国家，人人平等、自由幸福的世界大同理想社会。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
说:“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9］( P253)

以孙中山为首的早期国民党人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与康有为和梁启超有所不同，但同样是在进化论

历史观的基础上认识中国传统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他们一方面追求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社
会进步;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判断，把民生主义视为社会主义，主张以社会主义作为中国走向未来

的道路选择。孙中山说:“循进化之理，由天演而人为，社会主义实为之关键。”［10］( P156)他认为，世界潮流
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因此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顺应世界潮流，发扬自强不息精神，建设政
治修明、人民安乐的新国家。
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不仅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相共鸣，实现了与现代文明的对接，而且道家思想的

批判超越性也被纳入理想追求中，使之与共产主义目标相一致;墨家思想则与流离失所的下层民众的反

抗要求相吻合，反映着被剥削劳动人民的要求。这些除了被吸收到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中
以外，有些无政府主义者也以道家理想为宗阐释自己的主张，墨家思想则转变为一种民粹主张。所有这
些集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复杂图景。

20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基本上都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进化论的历史观虽有许多局限，但
毕竟打破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形成了面向未来的精神。它使当时的中国人认清了世界之大势，看到了
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在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中，吸收世界文明成果，以实现西方社会主义者所

追求的理想社会目标。

三、传统大同思想是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民族文化资源
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源泉主要是来自西方，还是来自民族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这是中国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中的又一重要问题。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过一个“轴心期”的概念，他认为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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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800 － 200 年是人类历史的“轴心期”。这一时期，东西方各文明古国的一些哲人都探讨关系人类发
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寻求人类对灾难的彻底解脱。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人们
往往重新提起这些问题，并寻求解决的方式。就中国而言，“轴心期”就相当于先秦春秋战国时期。那
是一个社会动乱和深刻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的原创期。在这个时代，各派思想家都在探索人的本
源、社会的出路和人类的目标，“欲以其学易天下”，提出了许多深刻的历史命题。这些命题的特点是体
现着深刻的批判性和历史的超越性，并且为以后历史发展中的思想变革提供了很大的话语空间。
在先秦时期，各派思想家都对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老安少怀”及“四海

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孟子继续孔子的思想并提出了“王道仁政”的井田制，以“为民制产”追求小康。道
家则批判人为物设，追求自然无为和人的解放。墨家则倡导泛劳动和“兼相爱交相利”，追求人人平等。
到秦汉之际，这些思想融为一体，形成了《礼记·礼运》中对“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描述。这种大同
理想虽然是以自然经济为背景而形成的，但它把儒家的道德诉求、道家的超越精神和墨家的平民立场合
而为一，形成了中国古代理想主义的第一个完整表达，对后来的理想主义发展形成了深刻影响，成为人

们不断追思和探索的历史命题。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中国形成了自然经济、集权政治和儒家文化高度统一的“超稳态结构”，儒家思

想被制度化后，道家思想以其批判的超越性转化为不满于现实的文人雅士的精神追求，墨家思想则转化

为下层民众的勤俭自励和同舟共济精神。在明末清初，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对制度化儒家思想的批判，以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倡导实学，讲求“实事求是”，主张“均田平土”和“工商
皆本”。他们在理论建构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以阐释先秦理想主义“轴心期”命题的方式表达新的社
会发展要求。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军事和经济侵略，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中国人的观念

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在与西方国家接触的过程中，一些人看到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西方世界，因而对中
国封建文化发生了怀疑。如何才能“外之不落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 鲁迅) ，在吸
收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中国人的社会理想，成为一个新的历史命题。在这种背景下，康有为不仅重
新审视先秦儒家思想，批判传统政治文化，而且在进化论的基础上，用现代文明重新阐释“礼运大同”思
想，以丰富的想象力描绘出了一个高度文明的世界大同理想。这种大同理想是在进化论历史观基础上，
批判传统社会的黑暗和资本主义的现实，根据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而规划出来的。其中虽然没有使用
社会主义的术语，但却有明确的社会主义取向，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梁启超不仅把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视为社会主义，而且更明确地说: “欧洲所谓社会主义者，其倡导在近百余年间耳。
我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乏徒，其所列论，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11］( P3605)并且说:“我
国对于生计问题之见地，自先秦诸大哲，其理想皆近于今世所谓‘社会主义’。”［6］( P3108)

以孙中山为首的早期国民党人在研究当时流行于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更注重从中国

传统文化寻求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他们不仅提出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并且关注西方社会主义思
想的发展，并根据中国实际提出了民生主义。孙中山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井田制和互助意识是实行社会
主义的思想基础，他以民生为题论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必要性和现实性，明确提出: “民生主义就是社
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0］( P802)

不论是以世界大同表达中国和世界的最终归宿，还是以民生主义表达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要求，都

是从中国理想主义传统中阐释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并且以一种主动创造精神点燃了“轴心时代”的理想
主义之火。虽然中国社会的基础和发展要求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同理想主义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
但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却是以“执中鉴西”的思维方式，在传统大同思想的基
础上吸收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并论证社会主义在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的合理性。因此可以说，西方资本主
义发展中形成的社会主义思想只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时代背景，进化论是中国理想主义从传统

向现代转变的历史观基础，而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资源却是先秦时期的理想主义。一种现代新思
想之所以能为广大人民接受并形成历史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是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在对自身传统的发展

和丰富中形成的。社会主义与大同思想相对接，不仅激活了中国理想主义的源头活水，而且使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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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扎下了根。
中国传统大同理想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走过了“秦时明月汉时关”，终于在近代以来的

中西文明交汇和冲突中与社会主义取得了共鸣。它不是瞬息间消失的大漠余晖，而是以一种旺盛的生命
力迎接着旭日朝阳。走自己的路，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并在对世界文明的审视中
吸收其中的积极成果，赶上世界潮流。只有从传统大同理想的现代转化中，才能认识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
想的民族特征和历史合理性。这就是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理想向现代转化历史过程所得出的结论。

四、现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命题
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它包括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专制集权

向民主法治的转变，从文化政治化向文化世俗化的转变，从社会封闭向社会开放的转变等诸多方面的深

刻变革。在这其中，科学技术、理性主义、效率意识、自由平等理念都发挥着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在世
界性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源现代化国家，它的社会变革和发展又面临着与西方国家不同

的历史任务。现代化是以文明发展程度作为标准进行衡量的，中国虽然是一个文明古国，但随着现代化
推动下的西方国家的兴起却不仅落后了下来，而且成为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殖民掠夺的对象。西方各国
对中国的侵略既瓦解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为中国带来了现代文明，但又给中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民

族危机、社会危机和历史性灾难。
自 19 世纪 70 年代“洋务运动”引起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化，到 20 世纪初期早期国民党人提出三民

主义，正与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相同时。这样，先进中国人就面对着两个任务:一是向西方学习，引进
西方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管理经验和现代观念，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过程中追求中国的现代化;二是
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冲突及其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追求西方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社
会理想目标。这两个任务在西方国家是先后形成的，但在中国却成为同一历史任务的两个方面。
从康有为的改革设想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不是纯粹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而是从中国传统思

想中寻求文化资源，并且把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与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结合在一起。因此，如何认识现代化
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就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以前的理论研究中，人们
往往先入为主地认定康有为的改革主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视为对资本主义的美

化，很少注意到他们的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从根本上讲，这是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
教科书式的理解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相联系的，同时也与“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相关，而忽视了中国民
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历史任务的相容性和内容上的边界模糊性。
其实，不论是康有为提出的“升平小康”，还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不是对资本主义的美化，或者说

是把资本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而是在大同的终极目标下规划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梁启超
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视为从小康走向大同的途径，孙中山不仅多次手书“天下为
公”和《礼运》中的大同描述，而且视之为“最伟大之理想”，［12］( P402)他说:“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
希望之大同世界。”［13］( P635)而且制定了关于土地和资本问题的政策。这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把中国的现
代化与社会主义目标相联系，视社会主义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在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上，康有
为把世界大同视为人类社会的必然趋势，并把它推向了遥远的未来。孙中山则主张在改变现实的现代
化实践中寻求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中，实际上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个维度。前一个维度表达着现代化

的历史要求，后一个维度表达着社会主义的理想。因而，如何处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关系就成为一
个重要的问题。在中国，任何一种社会主义思想都不可能脱离现代化这个主题，或者说如何在实践中正
确认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正确认识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不是简单地在
唯物与唯心的问题上对其进行界定，而是把握它提出的历史命题，分析它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的启示。
由于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天演”与“人为”的关系上也

就存在着一定分歧。前者在社会进化强调客观必然性，后者在政治革命中强调主观能动性。这种关系
反映到社会主义问题上，就引发了 20 世纪初梁启超与早期国民党人的论战。那时，现代化的概念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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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出，人们往往重视资本主义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的作用。梁启超因为强调社会发展的
客观规律和客观要求而被视为放弃革命，早期国民党人则因强调革命的必要性和主观能动性而受普遍

赞扬。其实，仅仅从政治视角上认识问题是不够的，如果只强调客观必然性，就取消了革命的合理性;如
果只强调革命的必要性，也容易造成唯意志论的激进主义思潮，也就不能正确认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

关系。从现代化的角度讲，重视客观必然性是要看到社会变革的渐进性，强调革命的必要性是要扫除社
会发展的政治障碍;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讲，重视客观必然性是要把握现代化这一中国社会主义的内在主

题和历史任务，强调主观能动性是要为现代化确立正确的社会理想目标，并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创造条

件。只有从二者的相互联系上认识他们的主张，才能对中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形成正确的认识。

五、乌托邦是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突出理论特色
现代化是现代性成长推动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现代性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它包含

了自由平等、市场至上、理性主义等方面的内容。丰子义认为: “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
本特征与表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总体性
概念。”［14］( P105)它是通过启蒙运动而冠冕堂皇地走上历史舞台的，既包括以自由、民主、科学、理性为旗
帜的批判精神和价值取向，也包括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管理等为基本准则的社会发展模式;既强
调人的祛魅和自主，又强调理性主义的行为方式和判断标准。它不仅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
在西方社会，现代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把人权转化为资产阶级的所有

权，使自由成为商品交换的自由，平等成为资产阶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在社会关系“革命化”中确立
了资本主义秩序，表现为资本的专横和劳动的异化。总之，现代性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而
且造成了一系列悖论性后果。就中国而言，现代性无疑对社会变革和发展有重要意义，所以，康有为主
张实行政治民主，鼓励民间资本，发展交通通信业，废八股兴学校，培养现代人才，以改变传统社会，目的

是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孙中山则明确提出先讲自由平等，再讲民权，普及教育，发展实业，实行耕者有其
田，等等。他们既发现了现代性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巨大进步，也发现了它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因
而，他们对资本主义采取了批判的立场，康有为说:在西方，“文明日进，诚过畴昔。然新业虽瑰玮，不过
世界之外观，于民生独人之困苦，公德之缺乏，未能略有补救也”。［15］( P279) 孙中山则说: “文明有善果，也
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
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10］( P84 － 85)在孙中山的视野中，社会主义既然是一种远大目标，在现实的实践
中就应当作为规划社会的准则。他说: “在我国大资本家尚未发生，似可无庸言及社会革命，然而物质
文明，正企业家纵横筹展之时，将来资本大家之富，必有过于煤油、钢铁大王者。与其至于已成之势而思
社会革命，何如防微杜渐而弭此战争之祸于未然乎? 辟诸欧西各国，疾已缠身，不得不投以猛剂，我国尚

未染疾，尤宜注意卫生之道。社会主义者，谓之疗疾之药石可也，谓为卫生之方法亦可也。”［12］( P509)他在
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判断的基础上，肯定了现代性对中国的意义，同时又形成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主

义追求。
现代性在社会变革中有重要意义，但它的悖论性后果又引起了先进中国人的担忧。面对民主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双重任务，也就形成了一种超越性的乌托邦精神。乌托邦有双重含义:一是，作为一种与
现实不同的社会理想目标描绘;二是，作为一种在对理想追求中体现出来的超越批判精神。中国近代社
会主义思想无疑具有一种乌托邦的色彩，它主要是在对西方现代性悖论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这种乌
托邦不是以歌颂过去的方式反对现在，也不是把拯救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天国，而是在对现实世界的判断

中追求中国的未来。因此它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弗雷德里克说过:乌托邦思想
家“创造一个比现实更美好的未来社会的图景。其中的某些图景恰巧同智力上的洞察力和审美上的要
求相结合，产生了同当时社会的和精神的种种需要的共鸣，在民众中唤起了极大的热情。于是，社会便
被这些把人们引向另外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幻想点燃了，同时又打开了通向被隐蔽着的现在与未来的大

门。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从很多可能的对未来的图景形成了文化运动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并通过其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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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替在文明兴衰过程中起着压倒一切的作用”。［16］( P19 － 20)这种乌托邦体现着对现实的批判性超越，并
为中国的现代化提出了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目标，因而是一种健康的理想主义精神。乔·奥·赫茨
勒说:乌托邦“通过抓住公众的想象力，……把人们的思想引向精神解放，有助于解开紧握着过去的僵
死之手，鼓励人们大胆探索并追求更加美好和永远美好的事物的精神，使人们超越现实世界的限制，向

往社会实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停滞不前并保证社会的进步”。［17］( P159)

如果不从“空想—科学”两极对立的角度认识乌托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是把它视为在对理想
社会追求中体现出来的批判性超越精神，就会比较全面地揭示出它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作用。
中国的现代化不能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是必须开发自身的民族文化资源。西方资本主义
对中国的侵略，既激活了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又赋予了它全新的时代含义。但现代性在西方导致的悖论
性后果又使中国人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汲取营养，并把它与大同思想联系起来，形成了超越资本主义的

乌托邦追求。这种乌托邦不仅可以把社会主义与大同理想联系起来，而且有助于形成不懈追求美好未
来的精神。这种乌托邦所表达的理想主义，以贯古通今、融会中西的气势，为中国的现代化提出了一个
非资本主义的目标和道路选择，也指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郭沫若写的《马克思见孔子》以丰富的
想象力把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为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文化前提。中国早期马克思
主义者正是从这个前提出发，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实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毛泽东说过:“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8］( P16)吴玉章等一些从
三民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老革命家也认为，社会主义与大同思想和三民主义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因而他

们不仅在这个基础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形成了一种追求未来的理想主义精神。经历了五四新文
化运动以后，其中许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就开始了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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